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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地区发展面临着发展动力与信心不足、发展能力与环境不匹配的两难困境。然而，现有研究对此问

题缺乏系统的理论探究和完整的案例验证。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法，聚焦于如何激发群众脱贫内生动力，

破除农村发展的两难困境，以人力资本理论和新结构经济学为基础，阐述“扶贫扶智扶志”行动贡献于

实现长效脱贫工作的内在逻辑，以广东省原省定贫困村为典型案例总结经验做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

启示。研究表明，扶贫行动要从提升“发展动力”和“发展能力”入手，为乡村注入人力资本投资，并

构建保障“志智输出”的机制体制，以获得可持续性的脱贫能力和动力，从而获得稳定收入，带动区域

要素禀赋结构变迁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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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was in the dilemma of the aspirations, ability and environment 
mismatch. However, the existing research lacked systematic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case evi-
dence. By case study in Guangdong, this paper focused on how to inspire the endogenous power of 
fighting poverty and break rural development dilemma. Based on the human capital theory and 
the new structure of economics, this paper studied the contribution of improving aspirations and 
intelligence action in the long-term poverty alleviation. Taking provincial-level poverty-stricken vil-
lages in Guangdong as example, we review the experiences and then provide theoretical analyses 
in the aim of providing a blueprint for less developed area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poverty al-
leviation action should start with improving “development ability” and “development willingness”, 
offering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into rural areas, and building a mechanism and system to en-
sure the "output" in order to obtain sustainable ability and motivation to get rid of poverty, so as to 
obtain stable income and drive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in factor endowment structure 
with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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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积极探索，摸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扶贫开发

道路，治理贫困取得显著成效。2020 年 11 月 23 日，贵州宣布最后 9 个深度贫困县退出贫困县序列，全

国 832 个贫困县全部“清零”，预示着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决定性胜利，8 亿人口摆脱了绝对贫困，为完

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百年奋斗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世界贡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脱贫新方

案[1] [2]。目前，中国正处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叠加推进、历史交汇的关键时期[3] [4]，深入研究农村

致贫根本性问题，巩固前阶段脱贫攻坚成效并防止返贫是当前理论和实际工作的要点[5] [6]。未来，对于

治理贫困的研究将不再局限于在静态的时间点上如何控制贫困人口数量和提高居民收入，而是将治理贫

困置于一个动态的时间域内，讨论如何在返贫风险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实现稳定脱贫，避免将实现某一

特定脱贫数字标准作为治理贫困的终极目标，这也是“后扶贫时代”的重点任务和目标[7] [8] [9] [10]。 
实际上，关于如何根治贫困，在后扶贫时代防止返贫，理论界和实践圈已经做出了大量的有益探索，

虽然基本立场和研究角度各异，但也达成了相对广泛的共识，也即通过改变贫困群众的思想观念，建立

脱贫致富信心，培育贫困户的脱贫内生动力，才是治理贫困的长效路径。随着党和国家脱贫攻坚的各项

工作深入落实，对贫困的认识也不断深化，意识到“精神脱贫”和“能力脱贫”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

之道[11] [12] [13]。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地提出了“扶贫先扶志”、“志智双扶”的重要论述，强调“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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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先要扶志，要同扶智、扶志结合起来”，要坚持群众主体，激发“内生动力”，充分调动农村贫困人

口积极主动性，用人民群众的“内生动力”支撑脱贫攻坚。为此，中国围绕解决内生性贫困问题出台了

大量相关政策，顶层设计和目标要求愈加明确，扶贫方式走向“造血式”。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

要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国家扶贫办和中组部、中宣部等联合印发《关于开展扶贫扶志行动的

意见》，明确要求进一步激发群众内生动力，注重精神与物质双重帮扶，提高扶贫长效性。广东、云南、

陕西、安徽、重庆等地积极开展扶贫扶智扶志行动，持续抓好党建扶贫、产业扶贫和就业扶贫，提供劳

动力培训等扶贫行动，增强了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虽然国家在政策上和实践上做出了有益探索，但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存在着两大现实难题，部分顽固贫

困人口脱贫意愿较低，自我发展、觉醒和自我实现愿望不足。一方面，贫困地区长期与贫困抗争并失败的

历史、易返贫的现实和脆弱的经济基础和生计产出令贫困户产生脱贫信心不足的问题[14] [15] [16]。依靠小

农生产的低收入并不足以解决维系与基本生活支出之间脆弱的平衡关系，一旦遇到疾病、灾害乃至大额的

入学支出，由此会带来更严重的贫困问题，而产业扶贫等项目也有一定的风险，贫困户往往是强烈的风险

厌恶者[17] [18]，因此与自我投入相比，行为决策更偏向安于现状[18] [19]，不愿再尝试脱贫致富的方式。

另一方面，贫困户缺乏创造收入的能力和机会[20]，在完全竞争市场中没有竞争优势，并处于不利地位[21]，
即使采用了农业合作方式进入农村，其吸纳的贫困人口也仅集中于低端的价值链环节如种植、采收，高额

利润仍被企业占有，微薄的收入仍然难以逾越贫困陷阱。且快速推行农村市场化不仅会为贫困地区和人口

带来一定的收益，也会带来风险与竞争，对于教育水平不高、技能水平不足的贫困户提出了更高的挑战[1]。
综上所述，贫困户由于信心缺失和能力不足的问题，担心脱贫行为带来的高风险和低效用，出于个体利益

最大化程度考虑，对扶贫政策进行“等靠要”等投机行为，脱贫的内生动力不足，容易产生返贫风险[22]。 
针对此两难问题，学术界主要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展开研究，分析如何提高贫困户的扶贫参与度，

破除贫困循环圈。在微观治理方面，学者认为治理的核心在于对其主体行为的改变和改造。社会保障体

系为贫困群体提供保障是最基本的扶贫方式，对缺乏劳动能力的贫困个体起着基础保障的作用[23]，然而

对于有工作能力的个体而言，只有贫困户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改变原有观念，积极提升自身能力，才

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困[24] [25]，引导贫困人口从“等靠要”到“内生动力”转变[25] [26] [27]。具体地，

可以通过教育扶贫、产业扶贫、就业扶贫等方法阻断贫穷代际传递，鼓励贫困人口参与市场竞争[28] [29]，
解决顽固性、持久性贫困问题[30] [31] [32] [33]，培育贫困地区内生“造血”能力、提高脱贫质量[34] [35] 
[36] [37]。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38] [39]。然而，也有学者提出，由于缺乏减贫发展的机

会和自由，扶贫项目仍然以政府提供的资源开发为主，使得个体缺乏自主发展的动力，由此带来大量同

质化、内卷化的产业扶贫项目[40]，并带来“精英俘获”的问题[41]。左停和田甜(2019)认为，当前脱贫

内生动力不足的原因在于发展空间有限，政策供给与贫困个体的需求之间存在错配、表征性空间不足等

结构性问题是内生动力不足的重要原因，政府应当丰富发展的物质空间和合作空间[42]。 
在中宏观治理方面，是从国家、社会层面出发，探究贫穷的外部性治理路径，研究如何加强宏观扶

贫调控，保证何种制度供给以最大程度上提高群众的内生动力。学者提出了“三支柱”的贫困治理策略，

即经济增长、投资以及社会保障，其中，包容性增长提供机会[43] [44] [45]，人力资本投资强化赋能[24] [46] 
[47] [48] [49]，社会保障提供兜底援助[50] [51] [52]。从中国自身扶贫治理路径来说，政府主导作为农村

减贫的组织基础[53] [54] [55]、市场与社会的参与形成农村减贫的多元路径[56] [57] [58]、“五个一批”

的实施作为农村减贫的政策支撑[59]、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农村减贫的物质支撑[60] [61]、第三方评估机制

的引入作为农村减贫的成效检验共同推动了农村减贫的实现[62] [63]。 
但就其不足来说，现有研究更多的是从激发群众内生动力的某一角度或某一理论层面去阐述，相对

缺乏系统性的概括与分析框架。在具体的层面上来看，不同的致贫原因间、贫困治理的不同路径间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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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性较弱，彼此之间未能有效串联起来，从而使得剖析致贫原因的研究未能形成一套完整的系统的理论

框架。另外，虽然国内外学者对于消除贫困的方法和途径不一样，但总体而言，最终都落脚到要借助政

府力量，虽然目前学界对于“有为政府”介入程度的讨论尚未得到一致的结论，但学者普遍认为，一味

采用政府“输血”方式缓解区域性贫困并不足以实现长效脱贫[64] [65]。 
目前，站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相衔接的关键转折点，如何破除激发内生动力的两大难题，增强贫

困群众发展能力和内生动力成为新形势下的重要命题，对于未来中国巩固脱贫成效，实现长效脱贫具有

重大意义。考虑到激发内生动力是抽象性的概念，难以用传统意义上的统计指标和统计手段来衡量，因

此，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法，聚焦于如何激发群众脱贫内生动力，打破发展动力与信心不足、发展能力与

环境不匹配的两难困境，阐述“扶贫扶智扶志”行动贡献于实现长效脱贫工作的内在逻辑。并以人力资

本理论和新结构经济学为基础构建一套统一的分析框架，以广东省原省定贫困村为典型案例梳理其扶智

扶志的扶贫优化模式，分析其如何打破困境，推进扶贫扶智扶志工作的做法和成效及经验总结，并为下

一步广东省及其他各地市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衔接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启示。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构建了“扶贫扶智扶志”激发群众内生动力的分

析框架；第三部分以广东省原省定贫困村为例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假说；第四部分是结论。 

2. 理论分析框架 

如上所述，在现阶段巩固脱贫攻坚成效防止返贫并接续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发展能力

与发展环境不匹配、个人发展动力不足的两大困境。其中，发展能力欠缺主要是由于人力资本投入不足，

贫困户无法有效获取与现代产业需求相匹配的技术和知识，从而只能停留在低附加值的农业劳务中而无法

跨越贫困陷阱，进而带来脱贫稳定性不高的问题。个人发展动力不足主要是由于贫困户教育水平有限，部

分贫困户思想较为顽固守旧，思想健康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由于人力资本理论强调人力资本投资机会的

不足是贫困产生的根本问题，而非自然资源或资本存量的多少，因此可用于分析本文的研究问题。 
除此以外，林毅夫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也为此提供了有益的解释。他认为一个有“自生能力”的企

业，在开放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无需依靠政府或外部补助就可以预期获得一个社会可接受的正常的

利润水平的能力[66]，这有赖于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帮助[67] [68]。相类似的，个体要获得“自生能力”，

也即在社会环境中无须依赖政府补贴即能实现自我发展，从而达到稳定脱贫，也与本文研究内容相切合。 
基于此，本文将人力资本理论与新结构经济学相结合来探讨“扶贫扶智扶志”行动在其中所起到的

贡献和逻辑根源，研究解决贫困户发展动力不足、能力不相匹配两大问题的解决思路。 
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企业根据当地的比较优势生产，实现最低要素生产成

本最低，不需要政府补贴保护即可生存，具有“自生能力”。对经济中的个体而言，也需要类似的“升级”

以达到“自生能力”的过程。企业和产业升级必须匹配有劳动力素质的升级，因此，发展战略需要包含人

力资本投资政策，包含对个体同步达到自生能力的要求，否则就会出现资本要素密集上升而劳动力技能短

缺而失业的问题。根据人力资本理论，知识、技能、健康的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最重要因素，是经济发

展的最重要动力[69] [70]。政府给予与经济发展配套的知识、技能、健康的投资，这部分投入会带来溢出效

应，使其实现能力上的提升，获得适应新市场竞争要求的能力，并让劳动力转变为人力资本，反作用于地

区的产业升级。从这个角度看，个体的自生能力，实质上是指在多方参与主体提供的外源推动的作用下，

把技术、知识转变成人力资本，将健康投资内化为个体发展动力提高，使得个体在竞争市场上无需过度依

赖政府的补贴政策从而提高个人发展意愿和能力，带来个人收入的增长实现长效脱贫，这也由此会带来整

个乡村的生产效率提升，实现经济增长(见图 1)。鉴于此，本文从发展能力和发展动力两方面构建了一个统

一的分析框架，尝试分析“扶贫扶智扶志”行动对于个体获得“内生动力”的有效作用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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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图 1. 理论分析框架 

3. 案例概况 

广东省地处中国南部，是中国的第一经济大省，经济总量占全国的 1/8，是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要战略支点，作为中国对外开放前沿地，具有良好的区位、环境、资源等优势，也因此也承担

了扶持中西部脱贫的重要任务。然而，广东省也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

2014 年底，广东省人均可支配收入差异系数为 0.426，城乡可支配收入比为 2.63:1，2016 年农村贫困发

生率达 4.55%1。因此，广东省在脱贫攻坚战也面临着一定的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省把扶贫开发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积极探索贫困治理的方式方

法，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经济优势，大胆创新，打破地域壁垒，不断推进扶贫模式创新，进一步推进高质

量的扶智扶志，在激发群众内生动力、防止返贫方面成效突出，无论是省内脱贫亦或是省外的结对帮扶都

取得了良好成绩。截至目前，广东省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脱贫攻坚目标如期高质量完成。现行标准

下 161.5 万相对贫困人口全面脱贫，2277 个相对贫困村全部出列，相对贫困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739 元，

村均集体收入达 33.5 万元，较 2015 年底分别增长了 245%、158%。此外，广东省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取

得显著成效，广东已帮助桂川黔滇 4 省(区) 71 个贫困县摘帽、8663 个贫困村出列、379.2 万贫困人口脱贫，

连续多年走在全国前列，助力被帮扶地区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多项指标位列全国第一 2。值得注意的是，

在此过程中广东省“扶贫扶智扶志”的扶贫行动取得的良好成效 3，激发群众内生动力的成功实践备受社会

关注。因此，本文选择广东省作为研究对象，深入调研其过往“扶贫扶智扶志”行动的有效扶贫经验，以

期为“扶贫扶智扶志”行动的理论逻辑提供案例支撑，并为全国乃至全世界提供广东智慧。 

 

 

1数据来源：广东省统计局。 
2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布的《关于广东巩固脱贫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工作情况的报告》显示，2016 年以来，广东聚焦 4000 元标准

下 161.5 万相对贫困人口和 2277 个相对贫困村，动员全省 21 个地级以上市、1.8 万个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近 6.5 万名驻村干部，

累计投入 1600 多亿元，实施产业扶贫项目 6.3 万个，帮助 41 万名贫困劳动力稳定就业，贫困群众“两不愁三保障”全部稳定实现，

相对贫困人口全部稳定脱贫。社会方面，深化结对帮扶，落实对接帮扶项目 5655 个，发动 10630 个企业参与“万企帮万村”行动

结对帮扶 8805 个行政村。教育方面，2015 年以来，累计补助建档立卡学生 163.9 万人次，发放补助资金 56.3 亿元。医疗方面，符

合条件的贫困人口已全部纳入医疗保障范围，医疗补助比例达到 80%以上。 
3以产业扶贫为例，广东省实施特色产业扶贫项目 6.3 万个，发放扶贫小额信贷 23.21 亿元，建设光伏扶贫电站 9300 余座，培育创

业致富带头人 9877 名，带动贫困户 62.8 万人，年人均产业增收 247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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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扶贫扶智扶志”行动在破除激发群众内生动力的两大难题的问题上，本课题组

通过实地调查广东省上阶段脱贫攻坚工作实施情况，通过座谈会、问卷调查、个人访谈、查阅政府相关

文件等多种形式，与贫困户和非贫困户、企业负责人、省扶贫办工作人员、扶贫工作队干部进行了深入

交流，并采取了多源印证、修证、补证的方式，确保了相关政策梳理和源于一线访谈的案例素材和数据

真实、可信。 

4. 广东省“扶贫扶智扶志”的实践探索 

4.1. 夯实党建抓扶贫，凸显政治功能和思想引领 

党建扶贫行动以政府主导，自上而下输入扶贫资源与政策，既为基层治理提供初始动能，又以党建

带头、榜样引领等方式从精神根源塑造贫困户的脱贫意识，引导其行为决策改变，激发脱贫动力。广东

省将党建优势转化为扶志扶智优势，发挥基础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深度激发贫

困群众“我要脱贫”的内在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激励和引导他们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使脱贫具有

可持续的内生动力，从志气层面提高。 

4.1.1. 强组织筑堡垒，增强志智双扶的内在支撑力 
广东省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脱贫攻坚的基层治理工作，大力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一是，落

实村党组织书记“三个一肩挑”任务 4。2019 年底广东省“三个一肩挑”比例达到 83.3%5。二是，实施

“头雁”工程，着力提升基层党组织的人才供给。广东省通过开展针对县级以上党组织书记的全员集中

轮训，在广东省委党校举办的书记示范班调训近 600 人 6。通过实施“党员人才回乡计划”，从退役军人、

返乡务工人员、返乡大学生、致富带头人中挑选优秀党员参与乡村治理，创新“村推镇选县考察”的培

养选拔制度，加强村级后备干部队伍建设，按不低于 1:2 比例配备年轻后备干部队伍。三是，大力整顿

软弱涣散村党组织。实施党委书记挂点督办、第一书记协助、市县镇村四级联动，一村一策、整体推进，

深挖基层“硬骨头”问题，全面整顿提升基层党组织。2016 年以来，广东共排查整顿 1500 多个软弱涣

散村党组织，加快补齐基层党建“木桶”短板，巩固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典型案例：“党建”引领驻村工作的广外答卷 
自 2020 年底建成清远市第一个定点帮扶党建基地以来，广外定点帮扶村吸引全省同行 30 批次共 600

余人次前往参观，成为全省示范点，目前正在创建清远市农村基层党建示范村。广外驻村工作队不断摸

索并建立起“党建引领、校负总责、基层落实、全员参与”的扶贫工作机制，有效推动中央和省的决策

部署落地，取得良好的社会效应，尤其是 2016 年开展定点帮扶工作以来，广外坚持“围绕扶贫抓党建，

抓好党建促扶贫，检验党建看脱贫”的理念，充分发挥党建优势参与扶贫。 
在确立“党建引领扶贫”的前提下，多角度切入基层实际扶贫工作。在校村对接上，构建起校村“一

盘棋”大扶贫格局，建立定期面对面沟通机制，校领导定期下村调研指导各项帮扶措施推进落实。在校

内协调上，建立全校 33 个二级党组织与村贫困户“结对子、一对一”的形式，狠抓落实、狠抓考核，充

分用好学校作为全省首批党建工作示范校的经验，因地制宜创新建设“蒲芦洲党建工作访”“支部书记

到农村讲党课”等基层党建扶贫新模式。在建强组织上，抓住村干部这个关键，先后选派 8 名年富力强

的学校干部充实到扶贫一线，协助带动村“两委”优化村党组织设置，建立“1 + 2”和“1 + X”的村干

部挂点包片负责模式，严格实行“四议两公开”制度，群众集体感和凝聚力空前提升，村党组织被阳山

 

 

4“三个一肩挑”是指村党组织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董事长由同一人担任。 
5数据来源：广东省人民政府。 
6数据来源：广东省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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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成果多次受到省市县各级表彰，被中国社科报、南方+、广东电视台、学

习强国等国家级、省级主流官方媒体或平台报道 30 多次。 

4.1.2. 强机制固阵地，增强志智双扶的持续内生力 
广东省从优化工作机制入手，为扶智扶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一是，完善基层党组织运行机制。广

东首创“党组织优化设置在先、党组织领导决策在先、党员作用发挥在先”的“三个在先”工作机制，

引导党员在参与各项贫困治理的行动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二是，组成宣讲团分赴县(区)、乡镇(街道)、
乡村，五级联动推动党的最新理论和政策全方位覆盖，通过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的宣传方式，凝聚

广大群众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决心。三是，保障组织运转经费，提高经济落后地区“两委”干部补贴标准，

增设粤东粤西粤北地区村党组织服务群众专项经费和村(社区)党组织书记绩效奖励，将粤东西北地区社区

“两委”干部补贴纳入省级财政补助范围，落实离任村干部生活补助。加强以党群服务中心为核心的阵

地建设，增强扶志扶智的辐射带动力。 

4.1.3. 强队伍出精兵，增强志智双扶的示范牵引力 
广东省利用党建优势，树立示范带头标兵，从经济基础到思想素质，激活脱贫致富的内外动能。一

是，深化干部队伍建设，激励致富带头人与党员双重角色转换，提升示范致富能力。“五级书记”遍访

贫困户了民情，五级书记对分散相对贫困人口实施“一人一户”包户销号制度。精准选派驻村工作队和

第一书记。二是，基层党员干部“三带富”促增收 7，树立群众“会脱贫”的导向。充分利用资金政策的

支持，为致富带头人创业增收提供成长环境，并以此带动群众以此为目标和方向践行脱贫行动。从 2014
年实施的“领头雁”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计划，到 2018 年实施的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计划，广东累计

为 2277 个省定贫困村培育创业致富带头人上万人，带动 3 万多贫困户实现增收脱贫。 
典型案例：英德连樟村的党建扶贫扶智实践 
连樟村位于清远市英德市江口镇东南面，地处粤北山区，旧称“大瘴之地”，当地交通基础设施落

后，存在大量因病返贫、因学致贫的情况，积弱积贫使得当地贫困户惰性思想严重。2018 年，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连樟村视察，与当地村民干部共商发展要义。经过有力有效的脱贫攻坚行动后，连樟村全村 54
户 137 名贫困人口，全部达到脱贫退出标准。2020 年，英德连樟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21,414.39 元，有

劳动力贫困户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23,003.46 元，村集体经济从 2016 年的 0.2 万元提高到近 200 万元。中

共英德市连江口镇连樟村党总支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其探索成的连樟特色党建扶贫道路成

功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并从思想道德水平出发，力求引导贫困人口转变观念，筑牢发展信心。 
连樟村以党建行动带动志智双扶，强化党组织在各项工作和扶贫项目上的领导地位，大力争取企业

与村党组织结对开展帮扶，在各方合力提供资源保障的同时，发挥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优势，破除群众的

“懒汉思想”，增强其内生发展动力。一是深入落实“党建 + X”的工作理念，以党建为引领，产业、

就业等帮扶手段为抓手，开展扶贫工作。自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当地党组织一改过去涣散的作风方

式，探索并实践出“1 + 2”的工作模式，也即党总支部+直属支部+核心支部，不断加强村党组织建设。

二是打造“寻找老村长”计划，聘请当地有德高望重的老村长参与扶贫宣讲、入户调研，从贫困村的原

始治理模式着手，充分发挥乡贤的话语权作用，破解群众不思进取的思想问题。三是发挥党组织与外部

帮扶企业联动，连樟村党组织和碧桂园集团通力协作，结对帮扶，引入外部优势资源，组织形式多样的

党群活动和思政宣讲，丰富当地的文化建设，提升村民家庭凝聚力和幸福感，调动群众活力。与碧桂园

协作开办“碧乡·乡村振兴学习实践中心”，聘请外部讲师教授进村授课，增强基层村委干部、致富带

 

 

7“三带富”即即在岗党员示范带富、无职党员设岗带富、外出党员回乡创业带富。截至 2019 年底，广东基本实现每个有能力的党

员都有脱贫致富项目、每个贫困村都有党员致富带头人、每个有帮带能力的党员至少结对帮扶 1 户贫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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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人的政治和知识素养，传授理论知识与扶贫工作经验，为扶贫扶智扶志行动的开展打下思想基础。连

樟村乡村振兴学院成为全国 7 个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实训基地之一。 
连樟村以党建扶贫为抓手，发挥村企共建的思想，激活贫困村党支部活力和战斗力，改变当地群众

的思想，变“要我脱贫”到“我要脱贫”。连樟村先后获评广东省文明村、广东省十大美丽乡村、广东

省乡村治理示范村。  

4.2. 提升精神文明促振兴，塑造稳固成效的价值灵魂 

精神扶贫以培育精神文明，强化思想建设为首要任务，从宣传主流价值引领入手，通过涵养乡邻道

德风尚打造扶贫外环境、引导个体进步思想塑造脱贫内环境，在贫困地区营造“我要脱贫”的积极氛围

和“潮流”，有效引导微观贫困个体的行为和决策向主动脱贫靠拢，增强群众的发展动力，建立其脱贫

的斗志和信念。 

4.2.1. 加强思想教育，树立积极的生活风气 
广东省从思想教育入手“拔穷根”，树立积极向上向好的扶贫观念，为实现扶智扶志定下情感和思

想基调。一是，在乡间邻里广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宣传方式，

大力弘扬爱党爱国爱乡、知法守法护法、和睦团结友善、敬业自强奉献的道德风尚，塑造起贫困户的责

任意识和规则意识，激发自主脱贫的精神动力。二是，创办脱贫攻坚“农民夜校”，分派党员干部下乡

下村为当地居民进行思想文化教育，普及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贫困群

众转变思想观念。三是，开展感恩教育扶志气。采取如宣传标语、设立感恩墙等多种形式的宣传方法，

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当地群众宣传脱贫攻坚的惠民政策及扶贫标准内容，提高群众对脱贫工作的认识，

形成心怀感恩的风气，提高自身发展动力参与扶贫行动。四是，加强典型引导，选取村中脱贫致富的先

进典型，总结推广自强不息、自力更生脱贫致富先进典型，让身边人讲好身边事，借助榜样力量强化贫

困个体的道德建设水平。 

4.2.2. 推进移风易俗，引导农村健康文明新风尚 
广东省各地扶贫单位深入基层，结合当地实际制定策略，加强移风易俗工作，举办一系列精神文明

创建活动，普及文明理念，为激发群众脱贫动力创造外部条件。一是，启发群众参与村规民约制定，发

挥村中各基层组织的协调协商作用，充分发挥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从村民自治入手助推乡风文明建设。

二是，围绕“提升精神风貌、培育良好风尚、塑造文化风韵、打造美丽风景”的“四风”目标，推进创

建文明城市和城市群，启动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试点 8。三是，打造“一城一品牌”，与各地风俗特色深

度结合创新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推动“道德模范”“广东好人”的评选活动在乡村内的宣传普及，落实

对优秀个人和家庭的奖励措施，通过树立先进道德榜样，持续放大“好人效应”，发挥示范作用。 
典型案例：物质精神“双扶贫”的潮州经验 
潮州市位于广东省东部，地形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具有悠久的文化历史，原有省定贫困村 45 个，建

档立卡贫困户 18706 户，共 45160 人已完成全面脱贫。过去，潮州作为经济落后地区，经济体量小、政

府财力弱、项目层次低、农民欠账多。潮州市意识到要从根本上解决思想观念和精神状态的问题。对此，

潮州市充分利用其丰富的民俗文化建设乡风文明，从传统乡俗入手加强道德思想建设，培养群众自主脱

贫的志向。 

 

 

8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网站数据，至 2018 年底广东省共投入 28,864 万元扶持粤东西北贫困地区建设 2406 个示范点，全省共建

成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25,633 个，覆盖率为 99.33%，2277 个省定贫困村中有 2174 个建成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覆盖

率达 9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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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潮州有效拉动精神扶贫的做法有以下几点：一是，打造特色文化品牌。潮州作为一座历

史古城，有着浓厚的历史底蕴。当地政府巧妙地将此优势转化为扶贫扶智扶志的举措，加强乡村风貌和

自然生态保护，修缮文物建筑，在潮安区狮峰村、枫溪区长美村等地，探索传统文化在当代的经典价值，

开展以祠堂文化促文明乡风的创新举措，以优秀家风家训为载体，树立贫困地区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

二是，开展“赛家政”活动。弘扬文明道德先进榜样，以文明家风促民风乡风。潮州以贫困村饶平县大

门坑村为试点，并在全市进行推广，围绕家庭卫生情况、垃圾处置等十三项内容进行评优评先，对表现

优秀的家庭颁发评选“最美庭院”“干净庭院”等荣誉并给予奖励。三是，举办系列公益活动，带动村

民感党恩。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黄正村扶贫工作队通过开展“公益超市”项目，鼓励村民通过发展生

产、参与公益累计积分兑换生活用品，提高了参与公益事务的积极性，极大增强凝聚力，充分调动了贫

困群众生产发展积极性和主动性。 

4.3. 融合技能培训谋发展，提升贫困户的脱贫硬实力 

技能培训是提升脱贫硬实力的重要途径。一方面，技术投资能够提供具有竞争力的就业技能和务农

技能，增强其发展能力。另一方面，技能培训通过提升贫困户的技能水平，进而增强其脱贫信心，发挥

贫困户脱贫奔康的主观能动性作用。广东省围绕贫困群众发展需要，组织技术和劳动技能培训，增强脱

贫致富能力。 

4.3.1. 实施本土培训提技能，提升群众脱贫能力 
广东省充分挖掘本土特色，基于贫困户需求与市场需要，大力开展技术培训以提高劳动力技术水平，

高质量推进扶贫扶智扶志工作。一是，2018 年以来，广东省基于“粤文化”特色，实施“粤菜师傅”“广

东技工”“南粤家政”三项工程，针对低教育水平的贫困户进行技能提升，培育壮大技术技能人才队伍，

同时也为当地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劳动力支撑。二是，发动社会力量开展技能培训。广东省整合协调职

业院校、职业培训机构和企业资源，结合不同地区的经济产业发展和需求，开展一系列技能培训项目，

如电商培训、农业技术培训等，对参加培训的贫困人员给予职业培训补贴，激励贫困户参与培训。三是，

广东省发挥科技优势，选派科技扶贫特派员下乡，提供先进技术产品和农业技术服务培训，为高质量脱

贫提供有力保障。 

4.3.2. 保就业促创业，增强志智双扶的基础保障 
技能培训需要与生产、就业、创业保障相结合，以激发群众自发“造血”。一是，广东省充分利

用各地区资源，开展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地区对口帮扶，推动在产业对接、文化旅游、教育培训、人才

培养方面的深化合作，优势互补，通过建立劳动力转移就业安置基地、提供就业岗位。二是，加强培

训后的跟踪服务，打造培训——就业的全链条帮扶服务，为有需要的贫困户推荐就业岗位，并提供专

业的技能晋升培训和就业创业服务。健全就业扶贫机制，通过开展组建扶贫车间等方式，保障发展能

力的输出。 
典型案例：“技能 + 就业”全链条扶贫的广药力量 
广药集团创新技能培训扶贫模式，建立了一系列产业基地和生产园区，如广药白云山中药科技产业

园、王老吉和刺柠吉加工基地、刺柠吉润喉糖生产基地，在贫困地区兴建起全球最大的凉茶原液提取基

地以及采芝林中药产业服务基地，解决劳动力就业共计 600 多人，并带动相关中药种植产业发展超 1 万

亩。2021 年，广药集团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称号，并先后荣获广东省 2016~2018 年脱贫攻坚突出

贡献单位、2020 年度中国全面小康特别贡献企业奖等称号，帮扶贵州发展刺梨产业的案例入选了国扶办

的“中国企业精准扶贫专项案例”、国家发改委的 2020 年全国消费扶贫入围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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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广药集团技能扶贫模式主要做法有：一是，以村企共建的形式，为定点帮扶村成立农民夜校，

举办各类技能培训，极大地提升了农民种植技能，提升农民的市场就业竞争力。二是，通过药材种植采

购深加工和扶助当地特色产业等途径扶贫，以“公司 + 基地 + 农户”模式开展当地优势药材种植产业

发展，打造集中药饮片生产、研发中心建设、现代中药材物流体系、中药标准制定等功能为一体产业基

地，为当地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带动当地原料种植、运输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广药集团在黔南州惠水

县搭建先进生产基地，挂牌成立贵州王老吉刺柠吉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在刺柠吉的带动下，当地刺梨产

业蓬勃发展，据贵州工信厅数据，刺梨生产加工企业销售同比提高 30%以上，从事刺梨加工生产的企业

数量同比增长了 50%，刺梨相关的品牌注册量增幅超过了 80%，刺梨种植面积已超 200 万亩，刺梨种植

受益农户 6.5 万户、21.7 万人，户均增收 7000 元。 

4.4. 坚持教育引导断穷根，提高贫困户文化素质 

“扶贫先扶志，治贫先治愚。”教育扶贫是扶贫扶智扶志行动的一项重要举措。通过在农村普及教

育，贫困户及其子女有机会得到公平教育，并掌握先进的科技文化，实现发展能力的提高，斩断贫困代

际传播的链条，促进个人和村集体的发展。广东省通过教育加强扶贫扶志，以教育投资的方式激发贫困

群众内生动力，以提高群众文化素质为基本目标，狠抓学历教育、职业教育，确保农村经济困难家庭稳

步脱贫，阻断贫困代际传播。 

4.4.1. 重教育扶思想，增强知识储备 
一是，加大对贫困家庭的教育资助，完善各级各类教育生均拨款制度，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广东省按照“一家一案，一生一案”，为每个贫困家庭的子女制定精细化的教育扶贫方案，避免出现因

贫辍学，截止至 2020 年底，广东省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户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率达到 98.82%9。二是，

重视教师队伍建设，提高乡村教师的整体素质和能力水平。推进实施公费定向培养粤东粤西粤北地区中

小学教师计划，按地方实际需求定向培养紧缺学科教师。加大对乡村教师的培养培训力度，开展“三区”

教师全员轮训计划，“‘三区’教师专项支持计划”、“银龄讲学计划”和名教师名校长巡教讲学活动

等，引领和带动乡村教师提升专业发展。抓教育服务机制建设，建立乡村教师补充机制，实施《广东省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实施办法》，优化乡村教师队伍结构。 
典型案例：发挥人才物质双资本优势拉动教育扶贫的华工经验 
孔美村隶属于广东省揭阳市，过去以粗放型农业种植为主，也是国内的重点涉毒村，年集体收益小

于 3 万元。在华南理工大学驻村帮扶队的帮助下，揭阳市孔美村实现了全村 93 户贫困户 407 人和贫困村

高质量双退出，成功地转变为美丽红色村，获评中国传统村落、广东省古村落、广东省卫生村。2021 年，

华南理工大学驻揭阳市惠来县隆江镇孔美村扶贫工作队凭借其突出的扶贫成效，获评全国脱贫攻坚先进

集体。华南理工大学充分发挥其所具备的教育资源优势和资金资源优势，为孔美村注入志智双扶新动能，

坚定群众脱贫致富信心。 
总结其在教育扶贫方面的亮点工作主要有：一是从硬件基础设施出发，完善当地的教育教学条件。

扶贫工作组从改善校园办学环境开始，进行了一揽子教育扶贫行动，如捐赠校服、书包等学习用品、设

立奖学金。二是整合高校的人才和技术优势，为乡村提供直接的教学帮扶。为鼓励学生立志成才，华工

驻村工作队开展了“孔美少年志 华工帮扶情”冬令营等的帮扶举措，将孔美村贫困学生带到华南理工大

学长见识、树目标，切断贫困代际传递。经过扶贫组工作组的精准施策，孔美小学升初成绩在全镇 38 个

小学中由倒数第五跃升为全镇第一。 

 

 

9数据来源：广东省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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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以教育环境为抓手提供基础保障 
广东省强化教育扶贫的顶层设计，制定了一系列围绕学生各阶段教育的帮扶政策，从义务教育阶段

的基本教育经费保障，再到高考定向招生、中职招生、联合培养以及将来的跟岗锻炼、大学生就业，建

立全方位的指导性文件，明确有关人员选派、政策待遇、经费保障、补助标准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同时，

在整个教育链条的服务过程中，始终保证经费的持续性兜底保障，强化教师队伍建设机制。进一步扩大

基础教育优质资源覆盖面，全面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擦亮“广东特色”教育帮扶品牌。改善教育基础设

施，在不同阶段给予教育补贴、学杂费减免和生活费补助以在经济上保障贫困生的教育，提高贫困群体

的升学率。例如，在义务教育阶段，全面推进“全面改薄”“世行贷款”项目建设，建好农村寄宿制学

校。在普通高中阶段，支持贫困地区优先实施普通高中改造计划和教育基础薄弱县普通高中建设项目，

维护教育公平。  

4.5. 强化激励措施，建设完善发展平台 

值得注意的是，“扶贫扶智扶志”行动并不局限于输入内源动力和内生发展能力，同时也应从搭建

产业等发展平台作为支撑载体入手，种好脱贫攻坚“试验田”，打通“输出”渠道。广东省发挥“有为

政府”和“有效市场”的联合作用，搭建产业平台、创建产业基地、联通销售市场，提升农村产业市场

化程度和贫困户参与程度，完善利益联结机制，积极调动各界力量，以保障贫困户乐业增收，强化贫困

户的脱贫稳定性。 

4.5.1. 以龙头企业为先导，建立联农带贫利益联结机制 
企业具有重要的资源和规模优势，在治理贫困提供产业平台和资源保障方面存在有力的条件。另外，

企业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会主动寻求收入增长的策略，因此，广东省发挥其经济优势，将贫困群众的

利益与企业利益相结合，将贫困人口的发展需要与企业发展能动性相匹配，能够有效促进农民增收。一

是，广东省着力开展“万企帮万村”行动。启动广东省“万企帮万村”对接信息平台，组织企业与贫困

村相对接，聚焦农村产业发展、村庄建设与脱贫攻坚进行村企协作，帮助乡村和企业实现主体自愿对接、

自主扶持、开展分类施策、完成精准帮扶。据统计，截至 2020 年 6 月，全省有 9353 家企业自愿结对帮

扶 7239 个村庄，投入资金 74.23 亿元，启动帮扶项目 4410 个。二是，帮扶企业通过利益联结机制，完

善产业扶贫长效机制，提高群众参与利益分配的能力，引导农户通过生产和就业脱贫致富，鼓励通过“以

奖代补”“以购代捐”等方式进行帮扶。建立多种形式的利益联结机制，以多样化为优势为农民提供多

种选择途径，让农民获得分享的产业链增值收益更加充分。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龙头企业，通过集

中原有的分散化农业资源和人力资源，将家庭承包经营与大市场联接起来，发挥企业的规模化生产的优

势，在提高自身竞争力的同时带动农户增收。 
典型案例：碧桂园和温氏集团对企农联结的成功实践 
广东省政府有效凝聚和充分释放企业力量，开展大企业与贫困地区结对帮扶。其中，碧桂园和温氏

集团在企农联结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碧桂园和温氏集团通过打造利益联结机制，共享利益、共担风

险、共建链条，打造企农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以社会力量为扶贫扶智扶志行动提供资金、产业上的保障。

2021 年，两家企业均获得了“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称号。 
总结其成功经验如下，一是，提高贫困群众的抗风险能力。针对贫困地区产业基础弱，群众应对风

险能力低，扶贫产业发展受制等问题，碧桂园集团向有一定发展基础和发展意愿的贫困群众提供全方位

系列化服务，如提供启动资金、搭建栏舍、购置设备、发放种苗、购置保险等，以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

群众应对风险的能力，提升产业扶贫的成效。二是，构建融合发展的产业格局。两家企业注重与当地政

府、企业、群众进行联结，以构建融合发展格局为前提，深入发展特色产业，实现从单一的产品生产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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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化的助农惠农产业扩展，提升贫困地区产业融合水平。温氏集团开创了“公司 + 农户(或家庭农场)”
的温氏模式，引领农民创收致富。三是，确保群众受益。碧桂园重视利益联结机制的建立，在产业风险

能力提升，贫困群众增收，产业脱贫质量巩固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一方面，在对口帮扶地区，建立多

种形式的利益联结机制，鼓励贫困户参股入股并获得股金分红；通过劳务工作来获得劳动报酬；通过土

地流转来获得租金收入。另一方面，强化“股金+薪金+租金”的收入结构，来稳固贫困群众与扶贫企业

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确保贫困群众能享受稳定收益。在促进脱贫工作有效推进的同时，也增强了贫困

群众的发展意识，丰富了当地的发展模式，提升了农企联结的协同度。 

4.5.2. 以“三变”促“三联”，发展资产收益规范扶贫 
在有效提升贫困群众的发展能力和动力的同时，广东省引导贫困户参与扶贫产业项目，搭建贫困户

“自力更生”的舞台，在牵引贫困户发挥发展能力的同时，进一步增收致富，从根本上破除贫困循环问

题。一是，发展资产收益扶贫，规范收益分配管理，推广“保底收益 + 按股分红”分配方式，推动贫困

地区“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引导发展光伏扶贫、投

资收益、物业出租等资产收益扶贫项目，增加集体经济收入，确保贫困户获得稳定收益。以“三变”为

撬点，推动实现“产业联动、金融联通、利益联结”，引导有意愿、有能力的贫困户参与资产收益项目，

盘活集体资源，引导收益转入贫困户。在互助资金方面，广东省探索建立互助资金启动模式，积极为贫

困户提供发展资金保障。构筑由财政资金、金融信贷资金、保险业资金和社会资金组成的金融扶贫体系，

为贫困户提供发展生产的资金保障。以互助资金和小额信贷为载体，以专业合作社为平台，积极解决困

难群众的生产启动资金和市场销售等问题，为壮大农业产业化提供资金保障。在财政扶贫资金方面，广

东省积极探索建立资产收益长效机制。在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其他涉农资金，根

据贫困户意愿，投入产业园区、设施农业、林业、养殖、光伏、水电、乡村旅游等项目形成的资产，具

备条件的可折成股权收益量化给相对贫困村和贫困户，特别是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户。配合当地探索推

进土地经营权确权入股，引导贫困户尤其是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可依法自愿流转土地经营权，以土

地、房屋、农业设施、林业、林木及扶贫到户资金项目等资产作价入股，按股分享经营收益。要加强监

督管理，明确资产运营方对财政资金形成资产的保值增值责任，确保资产收益及时回馈持股贫困户。 

5. 结论与讨论 

5.1. 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及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对广东省原省定贫困村“扶贫扶智扶志”的做

法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与总结，并结合相应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归纳出了以“党建引领”、“健康

文明”为要的“扶志”行动，以及“教育投资”和“技术投资”的“扶智”行动，探究了扶智扶志行动

是如何贡献于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及地区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本文研究结论拓展了激发群众内生动力的

相关研究，提出从“扶智”“扶志”“输出保障”三个维度下实施扶贫行动的过程探讨，进一步剖析通

过扶智扶志行动激发贫困户和贫困村内生动力，实现长效化扶贫的过程机制。最终总结提出，要破除发

展能力与发展环境不匹配、个人发展动力不足的两大困境，就需要从提升“发展动力”和“发展能力”

入手，提供各种软硬性的基础设施保障，带来群众的“自生能力”。具体实现路径如下(见图 2)。 
第一，由政府或社会各界提供外界的人力资本投资，也即教育投资、技术投资、党建引领和精神文

明，并由此带来贫困户在知识储备、生存技能和健康体系方面的提升和完善，帮助其从低水平劳动力跃

升至拥有一定技术水平的人力资本。广东省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即充分利用和发挥了自身的经济资源和

产业优势，引导贫困户通过习得的发展能力与当地的经济产业相结合，以获得稳定长效的脱贫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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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进一步借助外界提供的产业就业创业平台，通过利益联结等措施，发挥贫困户所学所能，

获得收入的稳定增长，并获得个体得以在社会中不需靠政府补助“输血”的“自生能力”。然而，如

果缺乏相匹配的产业结构来提供就业和创业机会，也不能实现稳定脱贫。因此，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

需要相互协调，以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于微观个体而言，在获得发展能力和发展动力以后，可以

自发的创造财富而不需要依赖于政府部门，便有了自我“造血”的功能，各项产业扶贫政策得以顺利

持续进行。 
第三，个体从低技术劳动力到中高技术水平劳动力的跃迁，同时也带来了区域层面的要素禀赋结构

升级。以往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由于企业产业扶贫的介入而获得更多资本的投入，资本要素丰裕度上升，

从而带动整体的产业结构和要素禀赋向上跃迁，带来整个地区的稳定持续发展。 
 

 
Figure 2. The path of improving aspirations and intelligence 
图 2. “扶贫扶智扶志”行动作用路径图 

5.2. 理论贡献 

首先，与现有文章单独关注教育、技能培训、培育乡风文明对于扶贫的意义不同，本文将与解决乡

村“发展能力”及“发展动力”问题的重点工作置于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并聚焦了扶贫扶智扶志行

动在形成个体和乡村自生能力过程中的作用。具体而言，广东省通过扶贫扶智扶志行动，为乡村注入人

力资本投资，并构建保障“志智输出”的机制体制，使得贫困主体获得知识储备、生存技能，塑造良好

的健康体系并获得可持续性的脱贫能力和动力，从而获得稳定收入，进而带动整个区域的要素禀赋结构

发生变迁，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其次，本文进一步通过案例研究发现，要打破两难困境，并且实现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其根本路径

就是从意识思想和能力即志与智出发，激发农村发展内生动力，建立农户与发展环境相适配的“自生能

力”。在现阶段脱贫攻坚衔接乡村振兴中，扶贫扶智扶志工作应着力提升贫困户和贫困村的脱贫硬实力

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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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虽然本文对前阶段扶贫扶智扶志工作在破除“两难”问题的理论逻辑和案例研讨上做了有益贡献，

对于后阶段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工作的开展以及其他地区的巩固工作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作用，但是面对复

杂的贫困户及其发展方式，如何更加精准地“对症下药”，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研究的局限性为未

来的研究提供了机会，从调查对象上，与所有归纳式案例研究存在的问题一致，本次调查由于时间、人

力、资金的制约使得并未涵盖所有类别和地区的扶贫扶智扶志工作，在归纳扶贫工作内容及经验上有所

缺漏，从经验总结上还存在不全面的地方，且难以利用全面的统计数据全面检验本研究的结论，在内容

广度上有所欠失，难以从更加客观、科学的角度加以展示。未来将通过大样本的调研实证来加以检验。 
总之，针对如何破除农村发展中的“两难问题”，有效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这

一核心问题，本文通过案例分析，贡献于以“扶贫扶智扶志”行动以实现巩固脱贫成效的文献，也期待

未来更多学者加入这一十分有意义的话题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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